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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与语义复制

——关于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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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语义演变的过程更类似于“牛生犊”而非“蚕化蛾”。研究语义演变主要有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
名学两种视角。语言接触是引发语义演变的重要因素。语义复制有两种模式，即“同音复制”和“多义复制”；

此外，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可被视为“多义复制”的一个特别的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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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文字研究

特约主持人：曹    炜
主持人按语：本期栏目共刊发三篇文章。吴福祥教授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对语义演变的动因作了有益的

探索，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我国极为丰富却较少被利用的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料，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

倡的。俞理明教授对词汇的分层及其外围成分进行了讨论，虽然说的是汉语，但对别的语言的词汇系统的划

分也同样适用。汉语词汇学界向来对词汇系统的分类存在分歧，新生词、古语词、方言词、行业词、外来词等

术语常常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些术语究竟是按照怎样的分类原则被放置在同一平面的？若不

放置在同一平面又该如何处理？俞理明教授给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此外，考虑到构式语法目前正是汉语语

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前沿问题，陈满华教授这篇讨论构式语法起源、发展的文章将

会对国内方兴未艾的构式语法研究提供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因此也一并放在本栏刊发。这三篇文章虽然研

究的领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均具有浓郁的理论色彩，均具有方法论意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相信这些带有作者独特视角、独立思考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述会给大家在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过程中带来

灵感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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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5］268换言之，语言中意义1和意义2不会以

多义模式共存于一个形式。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任何一种语言（以及一种语言的任何阶段）都广

泛存在多义模式。

其实，有些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种“意

义直接改变”观的缺陷。王力于半个多世纪之前

就明确指出：“词义的转化不一定就是新旧的代

替，也就是说原始意义不一定因为有了引申义而

被消灭掉。有时候，它们的新旧两种意义是同时

存在过，或至今仍是同时存在。因此我们知道词

义的转移共有两种情形：一种如蚕化蛾，一种如

牛生犊。”［4］572此外，Jakobson也主张：“任何一个

演变过程的开始阶段和完成阶段都会共存于语言

的共时系统，均属于同一种语言的两个不同的子

码。因此，我们在理解和解释任何一个演变时不

能不考虑演变成分所在的特定系统以及该演变成

分在这个系统中的功能。”［6］22-23

跟 Jeffers和Lehiste等学者所持的“语义直接

改变”观不同，Wilkins主张，语义演变指的是义

项的增加（添加新义）或消失（丢失旧义），而非

某个义项本身的改变。这种看法我们谓之“多义

模式”观。代表性观点见于Wilkins的论述：“语

义演变指的不是意义本身的改变，而是一个语言

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其语义系统增加了新

的意义或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重要的是，言语社

会中所有语义演变在其开始或最后阶段都涉及多

义关系（polysemy）。基于这种观点，一个单一的

语义演变实际包含了两种语义演变：第一种语义

演变是通过意义的增加而导致多义模式的产生，

第二种语义演变则是通过原有意义的丧失而消除

上述多义模式。共时的多义模式在语义演变研究

中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多义模式为两个义项

在语义上互相关联以及一个义项引发另一个义项

出现这样的假设提供了重要证据。”［5］269

Wilkins用图2来刻画语义演变的“多义模

式”观。
时间（T）：     T1                   T2                     T3

形式（F）：     F1                   F1                      F1

意义（M）：    M1   →      M1 & M2      →      M2

特征：        p，q，r       p，q，r  q，r，s         q，r，s

图2   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5］269

与Wilkins的主张极为相近的是Kearns，后

者认为语义演变本质上体现为（1）所示的两个过

程［7］1 ：

语义演变是语言演变的重要方面，也是历史

语言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以往的语义演变研

究虽然有很多重要成果问世，但在某些重要问题

上，学界的讨论并不很充分，意见也未完全取得

一致，比如“什么是语义演变”，“语言形式如何

获得新义”，“语义演变的动因有哪些”，等等。本

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同时

也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讨。

一、关于语义演变

（一）什么是语义演变

什么是“语义演变”？简单的回答是：“语言

形式的意义（meaning）所发生的任何演变，通常也

包括语法语素的语法功能所发生的演变。”［1］303不

过，“语义演变”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历时过程，语

言学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传统的看法是，语

义演变指的是一个意义在不同时间层面所发生的

实际变化，也就是说，源义M1自动变为新义M2。

这种看法可以被称作“意义直接改变（immediate 

mutation）”观。比如Jeffers和Lehiste就将语义演

变界定为“一个词所能出现的语境发生了改变”

（a change in the set of contexts in which a given word 

might occur）［2］62，因为Jeffers和Lehiste将“意义”

（meaning）理解为“一个词所能出现的语境”（the 

set of contexts in which a given word might occur），

所以很明显，他们对语义演变的上述定义，清楚

地隐含着“源义M1自动变为新义M2”这种主张。

持类似语义演变观的学者还有Matisoff，他将语义

演变（semantic shift）定义为：“给定一个词源成

分（etymon）E，如果它在该语言的某个历史阶段，

即S1，表达的意义是‘M1而非M2’，而在该语言

后来的某个历史阶段，即S2，表达的是‘M2而非

M1’；那么，这个语源成分E在意义上发生了改

变。”［3］173很显然，这种“意义直接改变（immediate 

mutation）”所界定的语义演变过程，跟王力所说

的语义演变的“如蚕化蛾”模式［4］并无二致。

Wilkins用图1来刻画上述语义演变观：
时间（T）：     T1            T2

形式（F）：     F1            F1

意义（M）：    M1   →   M2

图1   语义演变的“直接改变”观［5］268

正如Wilkins所正确指出的，这种语义演变观

（语义的直接改变）最大的问题是，它隐含了这样

一个断言：意义M1和M2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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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义演变的两个过程：

a. Fa>Fa，b［具有意义 a的语言形式F获得了另外的

意义 b］

b. Fa，b> Fb［具有意义 a和 b的语言形式 F丢失了

意义 a］

Kearns指出，既然过程（b）作用的是一个多

义形式（Fa，b），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多义形式是

过程（a）的产物，那么过程（b）的发生一定依赖

于过程（a），而反之则不然。［7］1由此可见，语言

成分意义获得的过程是语义演变的必要条件。

尽管语义演变指涉的是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

丧失两个方面，但历史语言学家对语义演变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意义的产生而非意义的丧失，而且

迄今有关语义演变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也主要

关涉意义的产生。这是因为，第一，语言成分意

义的丧失通常是混乱无序、没有规律性的，因而

无法预测；反之，意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

理可据、有规律可循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

预测的。第二，意义消失的过程通常是以新义产

生为前提，而反之则不然。因此，意义的产生是

语义演变的核心所在。

（二）词项是如何获得新义的

Geeraerts认为，语义演变研究要着重考虑以

下三个问题［8］：

（ⅰ）给定一个词项L，其意义经历了什么样

的演变？

（ⅱ）给定一个概念结构C或者意义M，它用

什么样的词项来表达？

（ⅲ）给定一个概念结构C，它经由什么样的

语义演变路径变为或源自其他概念结构Cs?

问题（ⅰ）的研究通常是语义衍生学（semasiology）

取向，即聚焦于一个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

下所发生的意义变化，特别关注多义词的产

生。问题（ⅱ）的研究则是典型的概念定名学

（onomasiology）取向，即聚焦于特定概念域（如颜

色域）编码形式的演变或重组（restructuring），关

注的是概念结构C的词汇表达式在不同时间层面

的变化。问题（ⅲ）的研究是以演变规律为目标，

即以问题（ⅰ）和（ⅱ）的研究为基础，着重于跨

概念结构语义演变的模式、规律及机制的研究。

很多语言学家［8-12］认为，语义衍生学和概念

定名学是研究语义演变（尤其意义产生）的两种

主要研究方法（approach）或视角（perspective）。

语义衍生学着眼于形式到功能的映射（从语言符

号到现实世界），关注的是一个给定的词项如何

获得新的意义；与之相反，概念定名学着眼于功

能到形式的映射（从现实世界到语言符号），关注

的是一个给定的概念如何获得新的名称或说话人

如何为一个给定的概念找到新的表达形式。［9］25-26

Traugott和Dasher分别用图3和图4来刻画上述两

种视角。

     

图3   语义衍生学视角［9］25

图4   概念定名学视角［9］26

Blank用图5来描述概念定名学和语义衍生

学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图5   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10］38

从语义衍生学角度来说，我们要考察一个形

式（词）具有哪些不同的意义，比如英语动词seize

的多义模式；而从概念定名学角度来说，我们需

要给 PERCEIVE THE MEANING OF等概念进行

定名。历时层面上，语义衍生学的研究方法是描

述特定词语的语义演变和发展，比如要说明英语

动词 seize历史上如何获得“to take into custody”
这种转喻性意义以及“to understand”这种隐喻

性意义。另一方面，概念定名学则聚焦于概念

编码方式的演变，比如要说明，PERCEIVE THE 

MEANING OF这个概念在英语历史上采用哪些不

同的编码形式，其编码过程中词汇演变的路径是

什么，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概念定名学的研究模式虽然

重在探讨概念编码形式的产生和演变，但也涉及

特定词项意义的增加以及该词项语义系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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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的区别是：前者借用的是词

汇成分（即实词），后者借用的是语法成分（即虚词和词缀）。因

为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涉及“音—义单位”整体性迁移，故属于

“语义借用”。

②“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的区别是：前者复制的是词

汇意义（词汇概念），后者复制的是语法意义（语法概念）。因为

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只涉及语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迁移，

故属于“语义复制”。

变。譬如，随着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人类的概

念系统里出现了一些与计算机有关的新概念。比

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是“计算机程序中

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各种命令名称的选项列表”，

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已被命名为“menu（菜单）”。

如（2）所示，这种概念定名的结果是“menu”这个

词项获得了一种新的“隐喻”义。
（2）menu（菜单）：

二、语义复制及其类型

以往的语义演变研究，关注较多的是认知

操作和语用因素如何引发特定语言的语义演变

（新义的产生）。特别是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

变研究，借鉴认知语义学和历史语用学的方法

和成果，运用普遍适用的认知模式和语用原则

来探讨语义演变的动因、机制和模式，概括和总

结出很多重要的语义演变的模型和理论框架。

比如Sweetser的“历时隐喻模型”［13］（Diachronic 

metaphor model）、Geeraerts的“历时原型语义学”［8］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Heine的“转喻—隐

喻模型”［14-16］（Metonymic-metaphorical model）和

Traugott的“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理论”［9，17-18］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不

过，近些年来，随着接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

深入发展，人们逐渐发现，除了认知、语用等因

素外，语言接触也是引发语义演变（特别是新义

产生）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主要有语义

借用和语义复制（semantic replication）两种类型。

语义借用含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两个子集，指的

是受语从源语中引入实际语素（音—义单位）①；

语义复制则含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两个子集，指

的是复制语复制了模式语的语义概念、语义模式

或语义演变过程。②下面我们着重讨论语义复制

的几种类型。

（一）同音复制

同音复制是指复制语的使用者对模式语中某

个同音模式的复制，从而导致复制语中出现与模

式语相同的同音模式。这种语义复制的典型情形

是：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模式语里有一个词

形（同音词）H具有x、y两个意义（即H［x，y］），

于是他们利用自己语言里与Hx对应的语素Dx，

产生出与Hy对应的意义Dy，从而复制了模式语

的同音模式D［x，y］，如（3）。
（3）  模式语      　    复制语

         H（x，y） →   D（x，y）    {条件：Dx=Hx}

例如，在中国青海东南部（黄南藏族自治州）

和甘肃西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毗邻地区，安

多藏语、东乡语、撒拉语、保安语、回民汉语以及

五屯话一直处于密切接触之中，由此导致该地区

语言发生大量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比如，在保

安语中表达数目“万”（=“十千”）这个概念的词

语是 aj ：
（4） / /     “十千”（即“万”）

             一    十千

         /  /        “二万”

             二    十千

         / /    “三万”

             三    十千

         / /     “四万”

             四    十千

但 aj 在保安语中也有“碗”的意思，例如：
（5）     “一碗面条”

             一        碗        面条

“碗”和“万”（十千）在概念上几无联系，因

此二者不大可能有演变关系。基于下述证据，李

讷认为，保安语aj 的“万”这个意义是受当地回
民汉语影响而产生的。［19］325-337

第一，保安语原先没有专门表达语义概念

“万”（“十千”）的语素， 的“万”这个意义是跟

回民汉语接触之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地的回

民汉语原先就有表达语义概念“万”的语素 / /。

第二，当地回民汉语里，/ /“万”这个语

素跟语素“碗”语音形式相同，即/ /有两个意

义：“碗”（bowl）和“万”（ten-thousand）。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安语的使用者并非

   意义 1：餐馆提供的列有各种菜肴名称的清单

   意义 2：计算机程序运行中出现在显示屏上的

                   各种命令名称的选项列表

新概念：计算机程序中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各种命令名

                 称的选项列表

概念

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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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回民汉语中借入/ /，而是仿照回民汉

语“碗”（bowl）和“万”（ten-thousand）的同音模

式（homophony），给其本土词汇/ /“碗”（bowl）

增加了“万”（ten-thousand）的意义，从而复制了

回民汉语/ /的同音模式。我们将这个接触引

发的语义演变重建如下：
（6）在与回民汉语的接触中，保安语使用者发现“万”

这个语义概念在语言交际中的必要性。不是直接借用回

民汉语的语素 / /“万”，保安语的使用者通过赋予其本

土词语 / /与回民汉语 / /相同的两个意义，从而复

制了回民汉语表达“碗”和“万”的语素的同音模式。由此，

保安语 /aj  /“碗”一词获得“万”这个新的意义（即经历

了语义演变）。

（二）多义复制

跟同音复制不同，多义复制是指复制语的使

用者对模式语中某个多义模式的复制，从而导致

复制语中出现与模式语相同的多义模式。这种语

义复制的典型情形是：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

模式语里有一个词项（多义词）S具有x、y两个意

义（即S［x，y］），于是他们利用自己语言里与Sx

对应的语素Lx，产生出与Sy对应的意义Ly，从而

复制了模式语的多义模式S［x，y］。即
（7）  模式语          复制语

         S（x，y） → L（x，y）      {条件：Lx = Sx }

例如汉语的“出彩虹”在倒话里要说成“ 324 554”。

这里的“ 324”就是汉语“虹”在倒话中的读音，

而“ 554”其实就是汉语的“伸”字，亦即“出彩虹”

说成“虹伸”。动词后置于宾语，是倒话语法与藏

语语法一致的地方，这里姑且不论；问题是为什

么表示“出彩虹”动词要用“伸”呢？这从汉语中

很难解释，不过，若从相应的意义内容在当地藏

语中的表达方式这个角度来看，便豁然开朗了：

当地藏语“出彩虹”的说法是“vdzav rkjang［ 35

55］，“vdzav”即“虹”的意思，而“rkjang”就是“伸

展”的意思。同时，当地藏语说“展开双手（臂）”时，

也用“rkjang”。与此对应，倒话在“展开双手（臂）”

和“出彩虹”时都用“ 554（伸）”字来表示。［20-22］

也就是说，倒话的“ 554”（“伸”）之所以具有“显

现（彩虹）”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倒话词汇复制了

藏语对应词“rkjang”的“展开—显现”这一多义

模式，如（8）所示：
（8） 模式语                       复制语

        （藏语）                  （倒话）

         S（x，y）     →        L（x，y）      {条件：Lx=Sx}

rkjang（展开；显现）     554（展开；显现）

（三）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指一个语言受另一个语

言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过程。［23］193，［24］533因为接

触引发的语法化主要涉及复制语相关语言成分的

语义演变，所以可被视为语义复制（多义复制）的

一个特别的次类。

现代汉语“了”除用作完整体（perfective）助

词（即“了1”）和完成体（perfect）助词（即“了2”）

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其多功能模式大体可概

括如下：
（9）a.“完毕”义动词：这事儿已了（liao3）啦。

       b.结果或动相补语：这些菜我吃不了（liao3）啦。①

        c.能性傀儡补语：明天的活动我参加不了（liao3）。②

      d.完整体助词（即“了 1”）：吃了（le0）饭再去吧。

      e.完成体助词（即“了 2”）：他同意我去了（le0）。

无独有偶，汉语“了”的这种多功能模式也见

于回辉话［25］的“完毕”义语素“phi55”。例如：
（10）a.“完毕”义动词：phi55：完（做完了）

           （附录一：“词汇材料”，199页）

b.结果补语 /动相补语：

             nau33 24 phi55.  

              他     做    完了

    他做完了。（96）

   nau33 sa33 sien11 lu33 hu33 zao24 pu33 phi55.

    他   的     钱    多   得     数    不  完了

    他的钱多得数不完。（97）

c.能性傀儡补语

    /a11kai33 haùi33 hu33 pha43 pu33 phi55. 

   老人      累     得     走   不     了

   老人累得走不动。（86）

d.完整体助词：

    pia33 phi55 ta11 mau11 ko55  33. 

             种    了  一    亩    花   生

    种了一亩花生。（88）

   kau33 kia43 huai32 phi55 kia55 zai33 lo33. 

    我     等      白     了    半    天    了

    我白等了半天了。（83）

①这里的“吃不了”是“吃不完”的意思，“了”是“完”义的

结果/动相补语。

②“能性傀儡补语”（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这个术语

是赵元任（1968）最早提出的。赵先生说：“有两个常用的补语

‘了’（liao）和‘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作用在于使可能式

成为可能，是一种傀儡补语。”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

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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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完成体助词：

   /a11pa33 kau33 naùn32 piu55 ma33 thun33 phi55.  

   父亲     我       六      十    五      岁     了

  我父亲六十五岁了。（99）

   na24saùn32 11 24zaùi32 phi55. 

      小孩        站       起来     了

  小孩站起来了。（74）

回辉话phi55和汉语“了”共时多功能模式的

一致性无疑源自这两个语素历时演变路径的相

似性。我曾根据共时模式和历时文献等方面的证

据，将回辉话phi55和汉语“了”的“多向语法化”

（polygrammaticalization）路径构拟如下［23］：
（11）汉语“了”和回辉话 phi55的多向语法化路径：

回辉话phi55的语法化路径之所以同于汉语

“了”，是因为前者（phi55）复制了后者（“了”）的

语法化路径。［23］其证据主要有二。

第一，越南境内跟回辉话同属南岛语系马

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占语

支（Chamic）的语言，如拉德语（Rade）、罗格莱语

（Roglai）以及藩朗占语（Phan Rang Cham），其“完

毕”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迥异于回辉话的phi55，

如藩朗占语的 。
（12）藩朗占语 的用法［26］：

a.主要动词：“完毕”（‘finish’）

b.小句或句子连词（用于小句之首，引出后续

事件），相当于汉语的“然后”：

                

 finish    get      peel      ebony      that      hide

‘then took the skin of the fruit and hid it.’

c.表示一个事件或活动在另一事件或活动之前

结束或完成（用于所在小句之末）：

clean bowl plate finish she take rice go at  well  

‘After she did the dishes，she took the rice to the well ⋯’

可见，藩朗占语 的语义演变路径［26］应是：

（13）
 

第二，回辉话跟汉语的接触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长期密切的语言接触导致回辉话在语音、词汇、

形态和句法方面受到汉语广泛、深刻的影响［26-29］，

以至Thurgood和Li断言，这个语言已由南岛语变

成了汉语的一种方言。［29］

三、结语

本文讨论语义演变及其接触动因，着重以中

国境内语言的事实为例，探讨接触引发的语义复

制。初步的结论是：

第一，语义演变的过程更类如“牛生犊”而非

“蚕化蛾”；

第二，研究语义演变（特别是新义产生）主要

有“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两种视角；

第三，语义演变既有语用—认知因素，也有

语言接触的动因；

第四，语义复制有“同音复制”和“多义复制”

两种模式；此外，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也可视为语

义复制（多义复制）的一个特别的次类。

（作者由衷感谢马贝加教授和曹炜教授对本

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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